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前沿, 2017, 7(2), 139-146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7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p 
https://doi.org/10.12677/aep.2017.72021    

文章引用: 周敬宣, 周业晶, 夏梦. 城镇环境类规划现状与问题改进研究[J]. 环境保护前沿, 2017, 7(2): 139-146.  
https://doi.org/10.12677/aep.2017.72021 

 
 

A Research of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Status and Issue Improvements 

Jingxuan Zhou1, Yejing Zhou1*, Meng Xia2 
1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 
Wuhan Hubei 
2School of Urban Design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Apr. 8th, 2017; accepted: Apr. 25th, 2017; published: Apr. 30th, 2017 

 
 

 
Abstract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t home and abroad. It 
summarizes 6 domestic types of existing issues when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lack of scientificity, feasibility and authori-
ty. And the solutions of the issues could be separated into the management aspect and the technic-
al aspect. In the aspect of management, much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administra-
tive controls. Meanwhile, as for the technical aspec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the systematic mul-
ti-objective planning model, which could be helpful to collaboratively measure regional environ-
mental capacity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thresholds. In addition, the ecological ser-
vice function value assessment should be executed. Furthermore, the requirement of improving 
the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is necessitated. At 
last, the “Integrated discussion hall” agency is looked forward to the effective and scientific im-
plementation in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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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国内外城镇环境类规划编制现状进行了评价。其中，国内环境类规划在协调环境、经济、社会发

展中存在6类问题，使得规划文本的科学性、可行性与权威性不足。在这些问题中有管理和技术两方面

的问题。对管理方面的问题，需加大行政管控力度；对于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建立系统多目标规划模

型，协同测算地区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阈值，并且重视各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完善生态补偿

标准定量化计算方法。最后，对成立“综合集成研讨厅”机构，科学、高效地实施环境规划予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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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何为“环境类”规划？环境类规划包括区域环境规划(按郭怀成等人的定义，“区域”是指省以上的

大范围地区[1])、城镇环境规划，水、气、土、固废、噪声等物理性污染环境要素规划、生态修复规划，

还有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规划(具有“多规合一”的特点)等。 
这些不同类型的规划其内容与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都要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发展，对人类活动做

出合理的时空安排和制约，其核心是确定污染排放底线，完善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的目标与计划，环境

规划是编制其他规划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内容。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必须尽快改善水、气、土的

质量，环境容量不能突破，各类指标需要逐步达标。编制好城镇环境规划对该地区的综合性环境规划具

有引领作用。 
环境类规划若编制到位，不仅能对生态环境状态做出客观评估，成为从源头抑制污染、合理调控排

放过程、有效实施末端治理的有效工具，还是约束和指导政府行政行为的纲领性文件。它有利于发挥各

级政府集权办事效率高的优势，体现系统性与权威性，促进政府积极履行环境职责，加快治理环境，协

调各类矛盾的步伐。否则环境类规划就容易沦落为“套话”或“空话”，失去其意义。 

2. 国内外环境规划差异的评述 

(1) 美国 
美国是一个法制十分健全的国家，早已形成了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法律地位突出，公民尊法、

守法意识强，规划实施有保障。国民上下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环境保护都在法律框架下执行，法律

条文多且密集，法律网覆盖全面，触犯法律后果严重[2]。 
美国区域规划，尤其是总体规划，普遍得到环境基本法和行政法的支持。如《国家环境政策法》是

美国环境领域的基本法，联邦政府所有机构都负有环保责任，任何决策、行动不得违背环境政策，否则

即违法。而且不少环境保护目标、要求、措施乃至环境保护规划编制本身就是法律法规条文要求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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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环境规划本身就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阶段环境保护目标、措施、任务和资金，提高了环境保护

规划的执行力。这些规划的法制化提高了环境规划的约束性。《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国家设立美国国

家环保局(EPA)管理环境事务，有明确独立的执法权：①环境法立法和执法权，②使用联邦环境预算的权

利。《政府绩效法》规定，在制定规划过程中，编制机构需要和国会协商，并且向受到规划潜在影响的

群体以及对战略规划感兴趣的群体征求意见，公众参与保证规划编制更加顾及群众利益，更有效[1]。 
美国规划体系具有自下而上的衔接特点。以要素规划为主导，是要素规划推动总体规划，并对总体

规划的编制产生显著影响。要素规划种类繁多，针对性很强，比如针对一块被污染土地的修复、道路调

整、用地改变或搬迁等等，都在严格的法律管制下，保障国家生态环境健康。各级政府每年有专门拨款

与专项资金支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相关地区之间多有相应的生态补偿协议。 
规划内容涉及广泛。第一，采用模型预测的方法，预测经济增长、人口变化、城市规模变化对环境

的影响，预测环境质量的动态变化。根据区域环境多目标，探讨环境污染控制费用，评估工程项目内容

和资金，及各种污染控制措施方案，并筛选最优方案[3]。第二，重视研究能源与环境的关系，并以能源

研究作为环境规划的研究基础[4]。第三，积极开展环境规划方法的研究，不断完善对人口-资源-环境模

拟模型，提出全新的方法来应对模拟和预测的需要。此外，环境规划委员会在制定环境规划时，一定要

有政府官员参加，同行进行评议，并设有公听会，公众可发表不同意见。第四，重视生态平衡发展问题，

对环境政策、环境系统、环境价值进行分析，保护生态系统及自然资源不受破坏[5] [6]。 
(2) 日本 
日本环境厅在 1977 年制定出《日本环境保护长远规划》，其任务是：①确定与环境标准相适应的污

染负荷量，即环境容量，明确达到环境标准必须采取的政策；②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实行的措施，从

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地区构成、交通体系的发展方向，特别强调环境与经济的协

调发展[7]；③预测为达到环境目标需要的防治污染的费用及经济走势，确保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污染的防

治和自然环境的保护；④制定各项环保措施和综合性调整方案。 
日本的环境政策特点：第一，以人为本，保护人体健康重于经济发展；第二，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防治重点突出；第三，重视直接的行政管理，环境治理贯穿社会发展的各个环境和全过程[8]；第四，发

挥地方政府和公共团体的作用，有助于环保工作的深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第五，“标准”作为基

本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一个是环境标准，一个是排放要求，即环境质量和排放总量双约束[9]。第六，

重视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教育与科学研究并重。第七，资源十分有限，对生态环境价值、资

源有效利用进行评估，对高消耗、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活动要进行严格的控制。 
日本的环境管理十分精细，国家级别的环境基本计划，制定了 10 个重点领域的政策计划，规定了应

尽可能采用定量目标和指标的管理办法[10]。日本环境省为保证环境基本计划的付诸实施，根据《环境基

本法》设置了环境关怀方针、环境保护经费、环境基本计划调查、基本计划点检制度、环境管理系统、

地域环境行政支援情报系统、环境影响、环境教育等一系列保障措施[11]。 
(3) 欧洲 
英国环境规划从 60 年代末开始考虑“烟气控制问题”“废弃土地问题”等[5]，提出五项具体指标：

①降低大气污染程度；②减少水体污染；③最低限度的噪声污染；④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⑤废弃土地

的恢复。 
英国的环境规划特点：第一，环境规划是社会经济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新城镇规划中，也

要包括环境规划的内容[10]。第二，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是其重要的政策导向之一[12]。第三，关注生

态、环境前沿问题：七大科学研究主题是气候系统、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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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和人类健康、地球系统科学、技术。规划发展五大实施目标是：知识、人才、研究设施与设备、

合作、制定战略[13]。 
荷兰的规划模式有以下特点：第一，总体规划和要素规划定位明确，角色有严格区分，总体规划主

要站在战略高度引导国家环境工作的方向，要素规划是开展环境工作的具体实施计划。第二，在定量指

标的选择和确定过程中，要素规划先于总体规划，强调可达性。第三，要素规划和总体规划的编制年限

不严格对应，要素规划有独立的指标体系和灵活的编制实施时间。第四，不同部门在环境事务的衔接上，

制定了各自的环境管理计划，保持与环境政策计划目标一致，至少不低于该目标。荷兰作为一个君主立

宪国家，在环境规划纵向协调关系上表现出自上而下的方式。 
荷兰政府在环境政策计划的执行上，提供政策和立法支持，比如：①与目标群谈判签订协议、盟约，

具有法律效力；②实施监管，包括行动监控、环境监控；③公众参与，所有级别的环境规划都要公布，

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 
(4) 中国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一体、实行一元化领导。早年学习苏联体制，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发展、

资源分配都是按照国家要求和计划进行。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但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依然由中央政府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依然有强烈的国家计划特性。这

一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各国属于“小政府”，是自下而上的规划思路，由要素规划推动战略

规划的编制，战略规划再进行宏观梳理，制定国家或州县的环境发展整体方针。 
中国各级政府均属于“大政府”，职能多、权利大，中央政府高度把控全国经济、环境等整体走向

和目标；各级地方政府对各地的经济、民生、环境等各负其责，层层落实中央或上级文件，由上级政府

组织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当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时，人均 GDP 偏低，发展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始终是各级政府关心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 30 年来对环境规划的内容、方法的研究不断，体系较

为完备，一直强调经济发展中的污染排放不能超越当地环境底线，要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但实际上

各级政府近二十年中是经济发展优先，环境保护滞后，口号很多，落实不够，环境类规划编制中存在科

学性、严谨性不足的问题。政府不愿将自己的执政被严格地限制在法律的“笼子”里，环境法律法规不

健全、不完备，执行不到位，没有约束力[14] [15]，导致污染排放总量大大超过环境容量。 
近五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热潮逐步兴起，环境规划与管理也被重视起来。政府希望通过全面、有效的

环境规划，既能发展经济，也能保护、提升环境质量，这涉及水、气、土、声、生态、固废等多要素，

横跨管理、政策、资金、措施等各方面。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环保部和住建部四部委 2014 年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在全国 28 个市县开展“多规合一”试点，旨在加

强不同部门之间规划的衔接和融合，真正把规划做好，并能落实到位。 
中国城市面积大、人口众多，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众多，这不同于西方城市。鉴于中国的国情，

城镇环境类规划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不会被削弱，而只会被加强，环境法制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备中。“大

政府”具有集权、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在今后长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中，该类规划的编制应坚持环境、

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与有序的原则，以其为抓手，划出环境底线，发挥出协调各类矛盾、治理环境的

重要作用。 

3. 我国环境类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环境类规划的编制从理论上、实践上都已成熟，形成了完备的编制环节与程序，反映了当时的

环保及相关要求。对大量环境类规划文本进行分析与总结，结合国外规划特点，特别是从环境、经济、

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角度来看，有 6 类问题值得注意(见图 1)，必须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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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ompiling procedure and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图 1. 环境规划编制程序与问题 

 
问题 1：环境规划上位文件贯彻不到位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已发布，这些是编

制生态环境规划的重要依据，而且要认真执行这些文件要求，才能保证规划地区的环境质量达标。要将

上述文件提出的具体定量指标充实到规划地区的环境、生态指标体系中，作为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模

糊目标要求。例如，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早已公布，PM2.5 是重点考察对象，但依

然很多生态环境规划在编制过程中没有进行其分析和预测，这必须纳入各地空气质量指标体系统计之中。 
问题 2：环境规划功能区划分不合理 
功能区划分不够精准、合理，不便于环境管理与考核。对规划地区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功能区的

划定需要充分论证，这是后续规划内容展开的平台。开发格局、功能区的划定须兼顾自然地理环境形势、

经济发展格局与行政区划现状。若自然地理形势、经济发展载体能够统一在一个行政区内，将有利于对

排污总量的控制与管理；若分属于几个行政区，则必须考虑环境生态有效管理的问题。 
问题 3：环境规划中环境容量测算不科学 
环境容量的测算是一个复杂、繁琐的过程，需要借助于大量、连续的环境监测数据与科学、合理的

测算模型，才能初步确定不同条件下的环境容量值。允许排污量确定后，要合理且坚定地将污染削减量

逐次分配下去，分配到位。环境容量底线的测算虽然复杂，但不能回避，这是后续减排工作的基础[16] [17]。 
例如湖北省很多县市灰霾较重，但各地编制的规划对控霾着墨不多。传统 A-P 值法通常用于计算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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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燃烧排放的单一污染物容量，不适合计算以 PM2.5 为特征的复合型空气污染的大气环境容量。而第三代

空气质量模型在测算 PM2.5 为约束的大气容量时，需要海量数据，工作成本很高[18] [19]。通常在面对一

个普通县市规划时，相关数据欠缺，研究技术滞后，资金预算不足，使得第三代空气质量模型也难以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 
问题 4：环境规划没有建立多目标规划模型 
环境规划的本质是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发展，研究对象具有复杂、多目标、非线性的特点，故建立合

理的环境-经济多目标规划模型，对各种发展模式展开讨论，协调、优化环境-经济关系非常必要。但通常

非线性规划模型建模与求解过程均较为复杂[20]，为了回避这一难题，一些规划，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规划，形成了用指标体系代替多目标模型分析的“套路”。这样操作是不够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

的关系与彼此相互的作用需要经过系统的估算，否则这种规划缺乏科学性、系统性与可行性。只有兼顾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才能确定合理的规划目标及允许排污量，由此制定最有效的环境-生态建设项目库，

这对提高减排、治污能力，节约资金，意义重大。 
问题 5：工程项目库筹措资金、费用效益分析不充分 
工程项目定得太多，项目库过于庞大，缺乏论证，缺乏成本核算、费用效益分析。区域排污总量测

算出来后如何向下级单位切割、分摊，往往迟迟难以明确与解决。政府基金、生态补偿资金有限，要加

强对重大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这些均与当地政府各部门对环境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水平不足、执行能力偏

低、各方利益难以摆平有关。通过提升认识水平，加大环保责任追究与对环保的投入力度，保持与中央

政府环保部一致，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问题 6：生态功能价值、生态补偿费用测算不合理 
按照《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强调要加快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

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合理提高补偿标准，向生态敏感和脆弱地区、流域倾斜。但生态系统复杂，不同

学者对生态问题认识的不一致，测算方法、口径不统一，导致生态价值测算结果差异很大。同时，生态

补偿标准也不统一。理论上，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有两条参照线：保护生态的机会成本是下限，根据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计算出的生态补偿额度为上限，生态补偿金额应在这个区间内执行[21]。下限根据补偿与

被补偿地区自身情况，如财政状况与预算、支付意愿、支付方式、机会成本等因素综合决定，主观性较

强；而上限又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22]。 

4. 问题分析与解决思路 

以上 6 类问题，1 是执行问题，2 和 5 属于行政管理问题，这些可以通过提高认识水平，加强管理，

加大责任追究与投入力度，可逐步解决。问题 3、4 和 6 属于规划技术问题，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内容。其

中问题 3 和 4 作为“研究点 1”，利用系统动力学法建立“社会-环境-经济”多目标模型，同步测算环境

容量和承载力问题；问题 6 作为“研究点 2”，利用改进的当量因子法测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并

在此基础上，确定区域间生态服务功能流动规律，确定生态补偿计算方法。 
(1) 研究点 1 解决思路 
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 SD)是一门分析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也是一门认识和解决系统问

题的交叉综合学科。实践证明，系统动力学对于处理高阶次、非线性、多重反馈的复杂时变系统具有显

著优势，是处理复杂社会、经济、环境大系统的有力工具[23]。 
利用系统动力学构建城镇多目标规划模型，基于宏观统计数据，避免模拟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不

仅能建立地区环境、经济、人口、能源等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从宏观层面构建多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

结构和联系，进行情景设置和预测；还能以环境质量、经济发展目标等为约束，通过预测环境质量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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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来评估环境容量(大气、水、土壤污染物的允许排放量)和环境承载力阈值(主要为经济、能源等发

展规模)，实现情景趋势预测和容量、承载力阈值的同步测算。文献[24] [25]对“研究点 1”给出了比较简

明、有效的解决方案。 
(2) 研究点 2 解决思路 
当量因子法是国内生态学者谢高地在国外著名生态学者 Daily G. C., Costanza R.等[26] [27]人对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 700 位具有生态学背景的专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了新的

适合中国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体系。制订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简称当量因子

法)具有方法统一、标准一致，直观易用，评估全面，视野宏观，数据需求少，推广性强，结果便于比较

的特点，可以作为当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快速核算工具[28]。目前该法影响力较大，具有普适性，

被国内学者广泛采用。可以说，当量因子法是对传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测算方法的提升和高度总结的成

果，有很强的实用性。 
运用谢高地最新的 2015 版当量因子法测算各区域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可统一口径，简化测算；还

可根据自然、生态状况和环境质量等因素，对当量因子表相应数值做进一步合理修订，来评估不同地区

的生态系统价值。另外，当量因子表里 14 类土地具有 11 种生态服务功能，其中 4 种具有明显流动特性，

可运用熵增理论[29]描述其在区域间流动的基本规律，推导区域间生态补偿计算方法，由此测算各区域的

生态输出价值和生态补偿标准，确定各区间生态补偿权重与分配补偿金额。该方法对“研究点 2”提供

了解决思路，并已运用于湖北鄂州市三区间补偿分析，其结果得到有关部门认可。 

5. 展望 

环境类规划编制是一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过程，涉及“环境-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单靠纯粹

的理化模型或单独的定性描述是难以做出科学规划的。要严格执行中央或上级环保部门的颁发的重要的

有关环境、经济、能源的政策、法规、标准与要求，根据各地的实际环境、经济、社会状况，依靠群体(尤
其是环境、经济、社会等各方专家)的经验、智慧和判断，按规划编制程序，将资料数据、图件融入数学

模型或统计模型，利用相关计算机软件在计算机上才能做出多种有效分析与预测，使环境类规划得到真

正的优化。 
既要广泛征求意见，展开充分的讨论，兼顾环境与经济等多方面的需求，又要避免传统编制方式耗

时长、不客观等缺点，这就需要建立快捷高效的工作平台，称之为“综合集成研讨厅”(综合集成研讨厅

的实质是将专家体系、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计算机技术这三者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

结合系统)。依靠现在传统的规划编制方式是不够的，对成立“综合集成研讨厅”机构实施环境规划编制

予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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